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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解释
　———来自２０１５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
验证据

程　虹　宋菲菲

摘　要：２０１３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无论是宏观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微观的企业
经营绩效，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依据２０１５年广东制造业
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实证表明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员工福利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的不足是导致经营绩效下降的重要原因。
笔者建议我国主要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一代”企业家群体，加快从“制度型”企业家
向“创新型”企业家转型；政府应改变过度财政补贴等方式所导致的“父爱主义”，让市场淘
汰不适应新常态的企业家，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能力的治理功能、增加对“二代”
企业家培养的公共投入。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营绩效；调查数据；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挑战，ＧＤＰ增长率从２０１０年的

１０．３％逐年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７．４％，而对于产业规模占ＧＤＰ总量４２．６％、就业人数占全
社会就业人员总数３０．１％的制造业而言，其下行压力更为明显。全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率从２０１０年高于实际ＧＤＰ增速１．８个百分点下降到２０１４年低于实际ＧＤＰ增速０．４个
百分点，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也从２０１０年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７．
５个百分点下降到２０１４年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１．２个百分点①。如何解释中国
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尤其是基于企业内部的因素来解释这一下降的原因，对企业
适应新常态、实现业绩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增速下降，现有文献主要从外部需求、结构

转型、学习效应和劳动力成本等四个方面进行解释。持外部需求变化说的学者认为，新常
态下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采取“贸易
再平衡”和“再工业化”政策，抑制了对中国制成品的外部市场需求，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
业的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张占斌、周跃辉，２０１５：３４－３８）。持结构转型说的文献认为，中国经济
尤其是制造业增速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规律。改革开放初

①以上统计数据分别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４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４年）的相关指标
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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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效率低的农业转移到效率高的制
造业，从而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制造业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份额已近饱和，
大量资源从工业部门进一步向服务业部门进行转移。作为世界普遍规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显著
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在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进行转型的同时①，宏观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将出现一定时期的
“结构性减速”（李扬、张晓晶，２０１５：４－１９）。此外，部分文献认为，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与“人口红利”的消
失，中国经济的技术状况、劳动力成本逐渐向发达国家水平收敛，ＦＤＩ的学习效应与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
优势趋于衰减，造成经济增速下降（佟家栋、李连庆，２０１４：３－１６）。
以上文献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解释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但却不能解释下降的企业内在原因。按照

熊彼特（１９３４）的解释，决定一个企业经营绩效的根本是企业家精神。实际上，较前已有学者从中国转型
经济的特征性事实出发，关注到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企业家对制度的改变能力，是企业经营绩效增长的
重要原因。学者们发现，转型经济的“中间制度”性使企业成长面临较高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重
不确定性（Ｄｒｏｅｇｅ　＆Ｊｏｈｏｓｏｎ，２００７：８１－１０４）。较高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家增强对制度环境的认知
与开拓能力、对制度需求变化的预测能力并且要实施制度变革以促进企业成长（Ｂａｔｊａｒｇａｌ，２００５：２８４－２９６）。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存在较强的管制性壁垒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家的制度突破能力（项国鹏等，２００９：１０３－
１１４），对于政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处理能力（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３５８－３６２），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企业经
营绩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宏彬等，２００９：９９－１０８）。因而，中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开始创业的企业
家，大部分都具有典型的“制度企业家”特征。
然而，较近的实证研究发现（黄玖立、李坤望，２０１３：７１－８４；李后建，２０１３：９９－１１１），近年来企业家精神也呈现

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企业家群体较为依赖吃喝、腐败等非正式制度行为攫取市场机会，阻碍了企业
家对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创新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计划体制下的管制性壁垒较高，企业家只
要基于对制度壁垒的突破，就能获得较多的经营收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这种主要基于制度
壁垒的突破而获得的边际收益处于递减趋势。企业家更多地需要依靠对要素资源的配置，实现创新性
增长。因而，笔者的假设就是：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制度型”
企业家精神对资源利用能力的下降。
关于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现有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三个维度研究具体机制：第一，

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的路径促进经营绩效改善，表现在企业家精神通过增强研发支出、加快生产设备更
新和重视员工培训等方式提高内生技术进步率，实现宏观经济从单一制造部门向制造、研发两部门转变
和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在“增长效应”上的提高（郑江淮、曾世宏，２００９：７３－９４）。第二，企业家通过资源配置
影响经营绩效，表现在企业家精神通过用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资源组合方式替代效率较低的资源组合
方式，消除实际生产活动中广泛存在的技术无效率情形，从而使产品升级换代周期加快、新产品和新品
牌更新速度提高，最终实现ＴＦＰ在“水平效应”上的改善（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１：３１１－３２８）。第三，企业家精神具有激
励功能。通过对员工福利的重视，企业家精神可提高劳动努力程度的供给，从而实现劳动与物质资本匹
配效率的提升，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具有重要作用（周卫民，２０１１：７７－１２５）。笔者的研究，也主要是依照
现有文献成果，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员工福利的影响，并进而研究是否是由于
企业家精神的不足而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
为研究以上问题，笔者所在的武汉大学联合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其他三家学术

机构，开展了２０１５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本次调查以２０１３年第三次经济普查的企业名
单为基础，按照随机分层抽样方式调查了广东１３个地级市、１９个县（区）调查单元的８３４家企业，每家
企业根据员工人数随机抽取６～１０名员工，最终获取了５７０家企业、４７９４名员工的有效样本。本次调
查首次从企业层面完整收集了受访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一把手的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精
神等企业家精神指标数据，并有效涵盖了基础财务数据、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员工福利等角度的企业与

·１６·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４年）和《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首次超过
工业，２０１４年服务业增长速度为８％，高于工业７．４％的增速，当年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持续上升至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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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信息。调查数据不仅是一手的入企现场调查，更重要的是企业经营绩效数据与企业家精神数据的
匹配样本，从而能够自洽地说明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关系。
论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对实证研究所运用的企业家精神、经营绩效等核

心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理论界定，提出本文的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对本次调查的设计、实
施、数据回收过程及样本分布代表性问题进行简要介绍，并对企业家精神、企业经营绩效的变量状况进
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验证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与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实证关系；第五部
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

由于笔者旨在计量检验企业家精神的不足和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之间的实证关系。因此，模型构建
分别从企业家精神的指标构建、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选取以及计量模型等三部分进行论述。

（一）企业家精神的指标构建
根据现有文献的模型构建方式，笔者选择企业家工作经验、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等三个维

度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通过选取上述维度的指标，笔者可以较为完整地反映企业家精神的人
口背景特征和创新活动现状。

１．企业家工作经验
企业家工作经验是测度企业家精神是否存在周期性变化的重要变量。相关工作经验使企业家可以

根据宏微观经济、政治条件和企业自身发展的生命周期阶段拟定适当的发展战略。一般认为，相关行业
的工作经验越丰富，企业家在工作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张玉明、刘睿智，２０１３：５８２－５８８）。同时，部分文
献指出，企业家既有的工作经验对于企业的经营绩效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快速的转型经济体而言，企业家群体或存在较强的代际异质性。经济转型升级就是从技术模仿阶段、
投资驱动阶段转向自主创新阶段，而企业家群体也需要通过建立淘汰机制，最终实现高技能企业家对低
技能企业家的替代。只有这样，经济才能从微观机制上打破对技术模仿阶段和投资驱动阶段的路径依
赖。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第一代企业家的既有工作经
验或存在难以适应经济从简单套利和模仿阶段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变的内在需要。因此，企业家工作经
验对于转型升级各维度之间有可能不仅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或进一步产生周期性作用。
为此，基于现有文献对企业家工作经验的指标选取方式（王戴黎，２０１４：１３６－１４８），笔者选择企业家工龄

（ｅ＿ｙｅａｒ）作为企业家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依据现有文献，笔者将企业家工龄（ｅ＿ｙｅａｒ）定义为企业家在
其所创办企业工作的年数，上述变量以受访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等企业家群体的准确调查数据为基础。
同时，考虑到现有文献指出企业家工作经验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或存在非线性关系，笔者进一步引入企
业家工龄的平方项（ｅ＿ｙｅａｒ^２）：

ｅ＿ｙｅａｒｉｔ^２＝（ｅ＿ｙｅａｒｉｔ）２ （１）

　　２．企业家人力资本
作为附着于企业家自身的特殊才能，企业家精神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本属性。作为高级形式的人力

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同于只掌握单一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企业家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一揽子
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干中学”（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３－４２）、选择符合本地技术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禀赋结
构特征的适宜技术等方式，使得企业家人力资本可以增强“干中学”和技术扩散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依
靠企业家资源驱动的赶超型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人力资本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与ＴＦＰ改进
的主动性资源（张小蒂、赵榄，２００９：１６－２５），其与内生技术进步具有共生耦合的逻辑联系。
笔者选择企业家受教育年限（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通过上述变量，笔者

可以较为精确地捕捉微观层面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差异状况。企业家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式采用陈钊等
（２００４）的方法，首先将受教育水平简单分为小学Ｈ１ｔ 、初中Ｈ２ｔ 、高中（包括中专）Ｈ３ｔ 、大专Ｈ４ｔ 、大学

Ｈ５ｔ 、硕士Ｈ６ｔ 和博士Ｈ７ｔ 等７类。上述分类指标均以受访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等企业家群体的准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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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为基础。然后，根据我国现有学制年限，将企业家受教育年限（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定义为：

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ｈｔ＝（６　Ｈ１ｔ，９　Ｈ２ｔ，１２　Ｈ３ｔ，１５　Ｈ４ｔ，１６　Ｈ５ｔ，１９　Ｈ６ｔ，２２　Ｈ７ｔ）＊Ｄｉｈ （２）

　　其中，Ｄｉｈ 为一个７×１维的向量。对于第ｉ个受访企业的企业家而言，如果其教育水平为第ｈ类
（ｈ＝１，２，……，７），则Ｄｉｈ 在第ｈ行记为１，其余行记为０。因此，通过（２）式，我们可将序数分类的教育
水平最终转换为以年为单位的基数指标，从而使实证研究过程能够测算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经营绩
效各项指标的弹性系数。

３．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考察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度量和实证分析企业家精神

的重要途径。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测度，经济学界经过多年讨论后，逐渐趋于一致。早期文献较多使
用企业直接科技投入数额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然而研究创新活动的困难在于确定创新的
投入和产出，而研发支出等直接科技投入指标难以反映企业家对创新领域的搜寻过程。为此，Ａｇｈｉｏｎ
（１９９３）、Ａｃｓ等（１９９６）、Ｗｏｎｇ等（２００５）采用专利或发明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

Ａｇｈｉｏｎ（１９９３）使用发明专利的数量来衡量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首先，他利用每个时期的专利数，以及
这些专利被引用的次数，来估计创新的正溢出效应。其次，根据专利被引用次数的下降速度，来分析创
新的破坏性作用。这一做法较为科学全面，但由于数据可获性问题，不便广泛应用。为此，Ａｃｓ（１９９６）
使用每千人发明专利数、Ｗｏｎｇ等（２００５）利用发明专利数量除以生产总值李宏彬等（２００９）运用专利数
量等指标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考虑到本次调查的数据可获性，笔者选择李宏彬等（２００９）
的研究思路，选择专利数量（Ｐａｔ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

（二）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选取
笔者试图从企业家精神角度探析当前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原因，因此，对于企业经营绩效指标的选

择既偏重总量增长的指标（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也重视反映“投入－产出”效率状况的指标（销售
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

１．总量增长指标
本文分别以工业总产值（ｇｒｏｓｓ＿ｖａｌｕｅ）和工业增加值（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作为反映企业产出增长的代理

变量。其中，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而工业增加值
则反映了工业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

余额。本次调查对抽样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指标数据均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搜集。对部
分填报异常、漏报的企业样本，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按“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期末存货－期初存
货”、“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增值税”、“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额－期初存货＋期末
存货－工业中间投入＋增值税”的方式进行数据清理。主营业务收入、期末存货、期初存货、工业中间投
入和增值税等指标的数据在本次调查中也进行了搜集。对于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存在缺失的少数样本，
本文以销售收入进行了近似替代。

２．投入－产出效率指标
笔者分别以销售利润率（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作为调查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代理指

标。其中，销售利润率根据“销售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的会计准则进行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是剔除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对决策单元产出增长贡献后的残余，它不仅包含技术进步对产出
增长的贡献，也包含许多没有体现在生产函数中但对产出增长有实质性贡献的因素，如企业规模的优
化、管理效率的改善等。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参数估计的索罗余值法、固
定效应法以及半参数估计的ＯＰ方法、ＬＰ方法和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方法（ＤＥＡ）等。考虑到本次调
查的企业数据基本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两年度的横截性信息，采用参数估计方法难以规避遗漏变量、样本选
择性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等关键技术性问题，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则由于样本历史信
息的缺乏，会产生难以获得一致性估计、损失全部期初调查样本等问题。笔者借鉴陆雪琴、文雁兵
（２０１３）的研究思路，采用修正的时间序列 ＤＥＡ 方法中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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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ＦＰ）指数作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变量，选取工业总产值（ｇｒｏｓｓ＿ｖａｌｕｅ）、中间投入（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和年末员工人数（ｌａｂｏｒ）计算样本企业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的ＴＦＰ指标。
根据现有文献的测算思路，我们进一步将 ＴＦＰ指标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ＴＣ）和效率变化指数

（ＥＣ），前者测度时期ｔ到ｔ＋１每个观察单元最佳技术边界的移动，后者则是测度时期ｔ到ｔ＋１每个观
察单元到最佳技术边界的追赶速度，而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则是上述两类分解指标的几何平均值：

ＴＦＰｉｔ＝ＴＣｉｔ×ＥＣｉｔ （３）
（三）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此次调查数据的短面板性质，本文对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关系采用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检验。采用上述做法，可有效控制不可观测的行业、地区和时间效应，从而较大程度地解决
计量模型的遗漏变量问题（ｏｍｉｔｔ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考虑到稳态条件下长期经济增长计量模型的一般设定
要求，计量模型中的各种变量除虚拟变量外均取自然对数值。计量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ｌｎｙｉｊｄｔ＝β０＋β１ｌ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ｊｄｔ＋β２ｌｎｅ＿ｙｅａｒｉｊｄｔ＋β３ｌｎｅ＿ｙｅａｒｉｊｄｔ^２＋

β４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ｊｄｔ＋Ｘ
′
ｉｊｄｔβ＋Ｄｊ＋Ｄｄ ＋Ｄｔ＋μｉｊｄｔ （４）

　　其中，因变量ｌｎｙｉｊｄｔ 为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销售利润率、ＴＦＰ及其分解指标的自然对数值，核
心自变量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ｌ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ｊｄｔ）、工作经验（ｌｎｅ＿ｙｅａｒｉｊｄｔ）、工作经验平方项
（ｌｎｅ＿ｙｅａｒｉｊｄｔ^２）以及创新精神（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ｊｄｔ）的代理变量。Ｘ′ｉｊｄｔ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涵盖企业规模（用企
业年末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值ｌｎｌａｂｏｒｉｊｄｔ 作为代理变量）、企业家性别（Ｍａｌｅｉｊｄｔ）、外资股权比例
（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ｋｅｉｊｄｔ）和国有股权比例（ｓｔａｔｅ＿ｓｔａｋｅ）等变量。Ｄｊ 为基于一维行业代码（ＧＢ／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控制的行业效应，Ｄｄ 和Ｄｔ 分别为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三、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为对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与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实证关系进行研究，笔者所在的武汉大学联合香港

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其他三家专业机构，开展了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一手企
业调查。本次调查最初启动于２０１２年，经过２年的问卷设计、试调查以及沟通协调，并通过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２０１５年５月的先后５次实地仿真调查及总结试错经验，最终于２０１５年５－８月份完成实地调查
工作。
本次调查选择我国经济总量最大、制造业规模最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广东省作为调查

区域①，从而保证调查对象具有较好的样本异质性与代表性。与现有企业数据相比，本次调查采取了严
格的随机分层抽样方式，即根据等距抽样原则，从广东省２１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１３个地级市，并从１３
个地级市下辖的区（县）中，等距抽选出１９个区（县）作为最终调查单元。企业样本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
企业清单按企业员工人数进行加权抽样，员工样本则根据调查企业实际员工名单按中高层３０％、一线
员工７０％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基于严格的随机分层抽样方式，本次调查企业的概率分布特征与企业总
体、员工总体的真实分布较为一致（程虹等，２０１６：１－１５）。
本次调查首次从企业层面完整收集了受访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一把手的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水

平和创新精神等企业家精神指标的相关数据，并有效涵盖基础财务数据、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公司治理
和员工福利等角度的企业与员工信息。从企业信息、企业家个人信息和员工信息三者匹配的角度上说，
本次调查是除丹麦、挪威等北欧小型经济体之外，来自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首个大样本企业调查数据。
笔者遵循数据有效性和可靠性检验方法对全部调查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总体数据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４６·

①根据２０１５年各省统计公报计算，２０１４年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１０．６６％、进出口总额占全国２５．０１％、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１６．
４％，均处在所有省份的第一位。并且，通过将广东珠三角地区、粤西地区和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各省进行对比，我们
发现广东省内的区域经济异质性是十分显著的。２０１４年珠三角地区人均ＧＤＰ为１０．０３万元，与上海（９．７５）、江苏（８．２０）和浙江
（７．３０）等经济发达省份相近；粤西地区人均ＧＤＰ为３．６６万元，与中部省份河南（３．７１）、安徽（３．４５）相似；粤东地区人均ＧＤＰ为２．
９３万元，甚至低于西部云南（２．６３）、贵州（２．７３）等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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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０．８７５，表明本次调查数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二）描述性统计
表１给出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样本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与经营绩效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全要

素生产率（ＴＦＰ）的同比增速为３．７５％，与闫坤、刘陈杰（２０１５）基于宏观统计数据测算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ＴＦＰ潜在增长率３．２％的水平基本一致。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测算过程涉及投入、产出的各
项指标，本次调查所搜集的下列数据可较好地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一般状况。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对
于全部样本企业而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经营绩效各项指标的同比增长率均显著低于２０１４年广东地区

ＧＤＰ７．８％的年均增速。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４年企业工业增加值甚至同比下降了２．９８％。考虑到同期
样本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４．０８％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２０１４年全部样本企业的经营绩效与２０１３年相比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 ４６７　 １４．４９　 ４．０７１　 ４６７　 １４．４９　 ４．０７１
工作经验 ４６７　 ３２．６１　 １３．９３　 ４６７　 ３３．５６　 １４．０９
创新精神 ４６７　 １９．９９　 ９４．５０　 ４６７　 １９．９９　 ９４．５０
工业总产值 ４６７　 ９６５１３　 ７６３０２３　 ４６７　 １００４４６　 ７５３８２８
工业增加值 ４６７　 １７０７７　 １４４９１８　 ４６７　 １６５６８　 １２６４０１
毛利率 ４６７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６　 ４６７　 ０．１８５　 ０．１１３
ＴＦＰ　 ４６７　 ０．４５３　 ０．１７１　 ４６７　 ０．４７０　 ０．１７２
ＴＣ　 ４６７　 ０．５２１　 ０．１９３　 ４６７　 ０．５３６　 ０．１９２
ＥＣ　 ４６７　 ０．８８５　 ０．１３７　 ４６７　 ０．８９０　 ０．１３０

　　注：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４．０对不同企业类型的企业家精神变量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

此外，从企业家工作经验、人力资本和创新精神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笔者发现：企业家受教育年限平
均为１４．６年，工作经验平均为３２．５年，这表明现有企业家群体平均年龄为５３岁，受教育程度平均为大
专以下。进一步统计表明，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企业家是目前的主要企业家群体。对于本次调查
样本而言，６０年代企业家的企业数量占全部有效样本总数的６４％，工业总产值占８５．２４％，工业增加值
占８４．４０％。这一代企业家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
作用。
最后，参考现有文献（张玉明、刘睿智，２０１３：５８２－５８８）关于企业家精神周期性因素的识别策略，本文运用

双变量ＯＬＳ回归模型测算了仅有单个解释变量ｌｎｅ＿ｙｅａｒ存在的情况下，企业家工作经验对工业总产值
（ｌｎｇｒｏｓｓ＿ｖａｌｕｅ）、工业增加值（ｌｎ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销售利润率（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ＴＦＰ及其分解指标等的弹性
系数。基于本文的预期假设，企业家精神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或造成当前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从而企
业家工作经验（ｌｎｅ＿ｙｅａｒ）对企业经营绩效各项指标的弹性系数或显著为负。图１～图６分别给出企业
家工作经验对于各项经营绩效的弹性系数测算结果。本文发现，除对效率变化指数（ＥＣ）呈现一定程度
的正向影响（１．２１）外，企业家工作经验对于上述六项企业经营绩效指标均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这表
明，目前企业家精神有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企业家或由于
存在对制度突破能力、制度处理能力的路径依赖，而对所在企业经营绩效存在较大的制约①。企业家精
神的不足有可能是造成当前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重要原因。

·５６·

①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将进一步检验在考虑遗漏变量问题的大样本检验条件下，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稳健的 Ｕ
型关系，测度Ｕ型关系底部所对应的企业家群体的人口背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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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家工作经验与工业总产值

图２　企业家工作经验与工业增加值

图３　企业家工作经验与销售利润率

图４　企业家工作经验与ＴＦＰ

图５　企业家工作经验与ＴＣ

图６　企业家工作经验与ＥＣ

注：图１～图３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并绘图；图４～图６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并绘图。

四、实证检验

通过描述性统计部分，笔者发现：２０１３以来企
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总量指标和销售利润
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投入－产出效率指标的增长率
与宏观地区ＧＤＰ增速相比均出现了显著下滑。采
用企业工作经验作为企业家精神周期性因素的代理

变量，本文进一步对企业家工作经验与企业经营绩
效的相关性进行了描述。结果发现，两者普遍存在
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当前企业家精神的不足对企业
经营绩效可能存在负的实证影响。
本部分选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在企业、行

业、地区和时间等其他因素充分控制的条件下，计量
检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工作经验和创
新精神等代理变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影响。同
时，为检验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是否存在非
线性的周期关系，依据现有文献的做法（张玉明、刘睿
智，２０１３：５８２－５８８），实证检验部分均引入了企业家工
作经验的平方项。

（一）回归分析
表２给出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指标的

实证检验结果。分别以工业总产值（ｇｒｏｓｓ＿ｖａｌｕｅ）、工业增加值（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销售利润率（ｐｒｏｆｉｔ＿

ｒａｔｅ）、ＴＦＰ及其分解指标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测算了企业家人力资本（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工
作经验（ｅ＿ｙｅａｒ）、创新精神（ｐａｔｅｎｔ）等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解释变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弹性系数。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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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发现：

表２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检验

ｌｎｇｒｏｓｓ＿ｖａｌｕｅ　 ｌｎ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Ｃ　 ｌｎＥＣ
ｌ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７４７０＊＊ １．０８２０＊＊＊ ０．３３５０　 ０．２７４０＊＊ ０．３２００＊＊＊ －０．０４５６

（０．３３３０） （０．３９００） （０．２８３０） （０．１１５０） （０．１１１０） （０．０４２０）

ｌｎｅ＿ｙｅａｒ －７．３２２０＊＊ －１０．２９００＊＊ －２．９７１０ －３．２８５０＊＊＊ －４．４９７０＊＊＊ １．２０８０＊＊＊

（３．６３２０） （４．２５７０） （３．０８２０） （１．２５６０） （１．２１２０） （０．４５６０）

ｌｎｅ＿ｙｅａｒ＿ｓｑｕａｒｅ　 １．０８２０＊＊ １．５２１０＊＊ ０．４４００　 ０．４８７０＊＊＊ ０．６７４０＊＊＊ －０．１８６０＊＊＊

（０．５３５０） （０．６２７０） （０．４５４０） （０．１８５０） （０．１７９０） （０．０６７０）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０．０９５５＊ ０．１１１０＊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７０）

ｍａｌｅ　 ０．８０７０＊＊＊ １．２２１０＊＊＊ ０．４１４０＊ ０．３１６０＊＊＊ ０．３２０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２５６０） （０．３０００） （０．２１７０）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３２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ｋｅ　 ０．１２５０ －０．１８４０ －０．３１００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５７４
（０．３３６０） （０．３９４０） （０．２８５０） （０．１１６０） （０．１１２０） （０．０４２０）

ｓｔａｔｅ＿ｓｔａｋｅ －０．６５２０＊ ０．１５３０　 ０．８０５０＊＊ －０．２４８０＊ －０．２４５０＊ －０．００３７
（０．３８２０） （０．４４８０） （０．３２５０） （０．１３２０） （０．１２８０） （０．０４８０）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８２９０＊＊＊ ０．９２５０＊＊＊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８００）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９０）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０．６３８０＊ ０．３０９０ －０．３２９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１６４０　 ０．０３６１
（０．３３８０） （０．３９７０） （０．２８７０） （０．１１７０） （０．１１３０） （０．０４２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ｗｎｅｄ　 ０．１２２０　 ０．４１４０　 ０．２９２０　 ０．１３６０　 ０．０８１２　 ０．０５５２
（０．３０９０） （０．３６３０） （０．２６３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０３０） （０．０３９０）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１０５ －０．１５９０ －０．１６９０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２８６
（０．１６８０） （０．１９７０） （０．１４２０）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２１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Ｒ２　 ０．７７３　 ０．７５２　 ０．３０１　 ０．３３１　 ０．４１６　 ０．５１８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３．＊＊＊表示１％水平显著，＊＊表示５％水平显著，＊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第一，企业家人力资本、创新精神对企业经营绩效基本上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表２回归结果表
明，企业家人力资本（ｌ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创新精神（ｌｎｐａｔｅｎｔ）对于工业总产值（ｌｎｇｒｏｓｓ＿ｖａｌｕｅ）、工业增加值
（ｌｎ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全要素生产率（ｌｎＴＦＰ）和技术变化指数（ｌｎＴＥ）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在其他
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家教育程度和创新精神的增强，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第二，企业家精神的不足对于当前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产生了显著影响。表２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

家工作经验（ｌｎｅ＿ｙｅａｒ）对于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无论对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
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技术变化指数而言，企业工作经验对于经营绩效指标项的弹性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
弹性系数基本处于［－１０．２９，－２．９７］的区间内。此外，企业家工作经验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要
大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创新精神两者正向促进作用的总和。
第三，企业家工作经验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 Ｕ型关系。表２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工作经

验（ｌｎｅ＿ｙｅａｒ）、工作经验的平方项（ｌｎｅ＿ｙｅａｒ＿ｓｑｕａｒｅ）分别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和正向
影响。这表明，在充分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企业家工作经验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 Ｕ型
关系。基于回归分析，我们进一步测算了Ｕ型的底部，发现：对于创业年限为２８．５～３９．６年、年龄在４３．
１～５４．２岁之间的企业家群体而言，其所在企业的经营绩效无论在总量指标还是投入－产出效率指标的
增长上，均相对更低。而这一部分企业家基本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属于和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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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群体。图７和图８则统计了不同年代企业家的企业经营绩效增速、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创新精神的
变动情况。其中，６０年代企业家所属企业的经营绩效增速、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创新精神均显著低于其
他年代企业家，进一步验证了Ｕ型关系的存在。这表明，“创一代”企业家群体的现有能力已难以适应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图７　不同年代企业家企业经营绩效增速对比 图８　不同年代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对比

　　基于２０１５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的不足是造成
当前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重要原因。企业家工作经验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家精神面临较强
的周期困境，企业家群体改革开放初期所积累的制度突破能力及制度处理能力（Ｌｉ等，２００６：３５８－３６２），已
难以适应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转变的需要。

（二）实证解释
前文回归分析部分对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与当前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实证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在

此基础上，本文根据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郑江淮等，２００９：７３－９４；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１：３１１－３２８；周卫民，２０１１：７７－１２５），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员工福利三个角度对当前企业家精神
存在的不足进行具体的实证解释。依据上述文献的做法，我们分别选择企业数控机器占全部机器设备
价值比例（ｌｎＣＮＣ＿ｐｒｏｐ）、进口中间投入品占比（ｌｎ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员工培训天数（ｌ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ａｙ）等作为
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选取产品更新换代周期（ｌｎｕｐｇｒａｄｅ）、采用国际标准数量（ｌｎ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ｎｄａ）、品牌个
数（ｌｎｂｒａｎｄ）作为资源配置的代理变量，采用是否成立工会（ｌａｂｏｒ＿ｕｉｎｉｏｎ）、员工平均收入（ｌｎｉｎｃｏｍｅ）、员
工参加社保比例（ｌｎｓｏｃｉａｌ）作为员工福利的代理变量。上述变量均来自２０１５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
配调查。
表３给出了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员工福利等维度代理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第二部

分模型构建已对上述维度指标选择进行了具体介绍。其中，除对是否成立工会（ｌａｂｏｒ＿ｕｎｉｏｎ）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在各解释变量对应的括号中报告Ｚ统计量结果之外，其余模型均报告了稳
健性回归（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条件下ＯＬＳ估计结果。从中，我们对当前中国企业家精神存在的潜
在问题有如下发现：
第一，当前企业家精神对于技术创新并无显著实证影响。笔者发现：无论是企业家人力资本（ｌ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工作经验（ｌｎｅ＿ｙｅａｒ）还是创新精神（ｌｎｐａｔｅｎｔ），对于技术创新各指标均没有显著为正的实证
效应。其中，对于进口中间品占比（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而言，企业家创新精神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效应。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家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高。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缺乏，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现有文献提出的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郑江淮、曾世宏，

２００９：７３－９４），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效应较不显著。正是现有企业家群体在创新精神、技术创新动力方面的
相对欠缺，制约了当前中国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第二，当前企业家群体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视程度不高。我们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ｌｎｅ＿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对于采用国际标准数量（ｌｎ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ｎｄａ）并未显著地产生实证影响，其对于品牌数量（ｌｎｂｒａｎｄ）的
实证影响甚至在５％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负。对于企业家工作经验（ｌｎｅ＿ｙｅａｒ）而言，其对采用国际标准
数量也并未显著地产生预期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ｌｎｐａｔｅｎｔ）对于缩短产品更新换代周期（ｌｎｕｐｇ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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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影响较为微弱。尽管现有文献从理论机制上论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１：３１１－３２８），然而，通过本次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笔者发现：在微观企业层面上，企
业家精神对于产品升级换代周期、采用国际标准个数、品牌个数等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代理变量的实证
效应较为有限。这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家群体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重视程度不高，制约了企业家精神
对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表３　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员工福利的实证检验

ｌｎＣＮＣ＿
ｐｒｏｐ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

ｌ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ｙ

ｌｎｕｐｇｒａｄｅ
ｌｎｉｎｔ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 ｌｎｂｒ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ｉｏｎ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ｌｎｓｏｃｉａｌ

ｌ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９４２０ －０．２７９０ －０．４７３０　 １．１５５０＊＊＊ ０．０３４４ －０．５７５０＊＊ １．２２７０＊ －０．２０６０　 ０．６５１０＊＊＊

（０．９１５０） （０．７０６０） （０．４１２０） （０．４２４０） （０．３３２０） （０．２３１０） （０．６３４０） （０．１４２０） （０．１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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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９０） （０．４４１０） （０．２１２０） （０．２２２０） （０．１８００） （０．１２５０） （０．３４７０）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８６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６　 ８８　 ２５８　 ２３２　 １９８　 ２２２　 ２３４　 ２６２　 ２６２

Ｒ２　 ０．３８７　 ０．６２１　 ０．２９５　 ０．３４４　 ０．４２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５５　 ０．２９０　 ０．５２２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３．＊＊＊表示１％水平显著，＊＊表示５％水平显著，＊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第三，企业家精神对于员工福利的激励功能未能得到充分释放。笔者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于设立工
会（ｌａｂｏｒ＿ｕｎｉｏｎ）、收入水平（ｌｎｉｎｃｏｍｅ）、员工参加社保比例（ｌｎｓｏｃｉａｌ）的实证效应并不完全符合理论机
制的预期。其中，企业家人力资本（ｌ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对于员工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影响系数甚至为负。
企业家工作经验（ｌｎｅ＿ｙｅａｒ）对于企业是否设立工会具有显著为负的实证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ｌｎ－
ｐａｔｅｎｔ）对于员工收入水平的实证效应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负，对于提高员工参加社保比例则无
实证影响。现有文献认为，企业家精神具有激励功能。通过对员工福利的重视，企业家精神可提高劳动
努力程度的供给，从而实现劳动与物质资本匹配效率的提升，对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具有重要作用（周
卫民，２０１１：７７－１２５）。然而，基于本次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当前企业家群体或受到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红
利”下低成本劳动力充足供给的意识惯性影响，对提高员工福利状况以提升劳动努力程度供给的认识尚
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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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企业经营绩效数据与企业家精神数据的匹配样本，笔者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与企业
经营绩效下降的实证关系。研究表明，除外部需求变化、经济结构调整、ＦＤＩ学习效应衰减和劳动力成
本上升等已知因素外，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也是造成当前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的发现验
证了现有文献（黄玖立、李坤望，２０１３：７１－８４；李后建，２０１３：９９－１１１）对于企业家精神存在路径依赖困境的理论猜

测。对于我国主要出生于上世纪６０年代的企业家群体而言，其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形成的制度突破能
力、政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处理能力已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新常态下，企业发展对
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依赖作用不断增强，而突破管制性壁垒所获取的边际收益则
趋于递减。实证检验进一步发现，由于现有企业家群体仍然偏重于制度能力，企业家精神在推动技术创
新、优化资源配置和塑造高质量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关键职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为此，笔者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
第一，新常态下宏观政策的立足点应放在推动“制度企业家”向“创新企业家”的转型。宏观经济的

增长状况主要取决于微观的企业行为，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微观载体，也是总
需求管理、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渠道。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的增大，其根本在于“制度型企业家”的能力现状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有企业家
群体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配置于“分配性努力”中，而不是配置到生产性的创新和创业活动，这将导致企
业家精神出现衰退和萎缩，致使企业家精神对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激励的预期作用未能得
到充分发挥，宏观政策也难以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而最终实现经济绩效的改善。因此，为保证
新常态下经济持续、稳健的中高速增长，宏观政策的立足点应放在推动“制度企业家”向“创新企业家”的
转型上来。
第二，保护市场对企业家的优胜劣汰功能。企业的自由进入与退出是市场经济具有流动性的重要

标志。当前大量企业家精神严重衰退、经营绩效显著偏低的企业正退出市场是市场经济发挥出清功能、
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允许缺乏企业家精神、生产效率偏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将促进生产要素
更快地向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具有较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企业进行配置，并为新企业的进入
留下充足的市场空间。加快企业的正常退出机制，对于构建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十分重要。因此，
应停止财税、金融资源对于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僵尸企业”的无效救助，鼓励一批企业家精神严重衰退、
经营绩效显著偏低的企业正常退出市场。同时，应加快简政放权步伐，大力培育具有充分创新和创业精
神的市场主体。
第三，约束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不规范补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过度财政补贴是一种“父爱主义”情

结，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稳定生产经营、熨平经济周期的需求管理效果，但在长期会造成要素资源
配置扭曲、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并干扰市场主体对于未来市场趋势的理性预期。从供给侧上说，
政府过度干预和财政补贴将使企业家群体对政府资源形成路径依赖，不利于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充
分释放（程虹，２０１４：１－１２）。地方政府的这种“父爱主义”，致使许多缺乏企业家精神、经营绩效偏低的市场
主体依然耗费大量经济资源，这是造成新常态下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应改善地方政府
激励机制，约束其对企业的不规范补贴，理顺市场关系，实现企业家精神的有效释放。
第四，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能力不足的治理功能。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各类企业引

入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新三板、柜台交易等
场外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家能力不足的治理功能更为明显。场外资本市场对于中小企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等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有助于中小企业引入股权激励计划，满足企业创业、创
新、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需求。因此，应在大力推动证券交易所市场、创业板市场等场内资本市场发展的
同时，加快构建全国性的场外股权融资平台，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能力不足的治理功能，
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精神，提高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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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增加对“二代”企业家为主体的教育培训的公共投入。企业家精神的充分释放，有助于提高经
济增长绩效与社会福利水平，从而企业家精神具有典型的社会资本属性。因此，对企业家群体的教育培
训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性质。对于占我国ＧＤＰ总量９０％以上的民营企业而言，目前正处于从“一代”企
业家向“二代”企业家代际转换的关键期。与“一代”企业家相比，“二代”企业家普遍受过更为良好的教
育，也拥有更广泛的国际视野和更敏锐的互联网创新思维。重视“二代”企业家的教育培训，将显著减少
企业家代际交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缩短新一代企业家继任的不适应期，从而实现基业常青。建议在重
视对“一代”企业家能力培训的同时，增加对“二代”企业家为主体的教育培训的公共投入，提升“二代”企
业家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加快实现企业家精神的代际传承与结构升级。
注：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质量院等机构开展的“中国企业———雇员匹配调查”（ＣＥ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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